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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反对“孔教”的过程中，在“非基督教运动”

中，因对基督教信仰立场的坚持，常出言为基督教在中国立足作辩护，但

他们仍清醒地认识到，基督教必须中国化，才能真正起到其教化中国人

心的作用。为此，这些有中国文化情怀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从不同的方

面，尤其是从教育、文化等方面，表达他们的思想，并实践他们的努力。

董炳月

渡边哲信和堀贤雄通过新疆探险考察，建构了多种主体性与边缘性、现

代性与传统性、宗教性与世俗性相结合的知识。他们传播了这些知识，

并且通过这些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

民国广州基督徒知识分子
与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

——以钟荣光、张亦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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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芬：中山大学哲学系（Li Lanfen，Department of Philosophy，Sun Yat-s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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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修改于“民国时期广州基督徒知识分子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思想与实践研究”专

项研究报告。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以两位基督徒知识分子为例，分析和探讨广州基督徒知识分子的

努力。其中钟荣光是教育家，张亦镜是作家和编辑家。在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中，既体现

了对基督教信仰的坚定立场，也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真诚守护，更体现

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为融合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尤其是使外来的基督教融合进中国

社会与人的生活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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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对外开放的重要都市，广州在民国时期依然是反映传统文化与

基督教复杂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中，民国基督徒知识分子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努

力，在广州学人身上也有显著的表现。本文着重以其中两位基督徒知识分子推动基督

教中国化的思想与实践为例，分析和探讨广州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努力。

两位被选取作分析案例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分别是钟荣光和张亦镜。他们有着不同

的学人身份，其中钟荣光是教育家，张亦镜是作家和编辑家。在他们的思想和实践中，

既体现了对基督教信仰的坚定立场，也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真诚守护，

更体现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为融合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尤其是使外来的基督教融合

进中国社会与人的生活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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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基督教中国化的趋势

进入20世纪初期，外来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较为纠结。一方面，基督教因

外国和本土传教士的积极努力，日益在中国人当中产生影响，感化很多中国人信仰基督

教。据1920年的数据显示，当时登记在册的基督徒接近四十万，是1887年的近十倍。①

而且，由于近代基督教传播过程中尤为重视教育，至1920年，教会学校人数也激增至24
万人左右，②教会学校取代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另一方面，基督教

在传教及建立教会学校新教育模式中，在某种程度上又考虑和照顾了中国历史上接受

基督教的特殊途径：着重文化传播，而不单独为宗教的传播。或者说，基督教在其传播

过程中，并不特别强调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和冲突。③这使得一旦有强调纯粹以宗

教方式来替代温和的文化方式来进行体现基督教优越性的极端声音发出时，便会遇到

强烈的质疑。

事实上，与广州基督徒知识分子有极大关系的一场运动，缘于基督教对中国人心灵

的重塑工作该如何进行的争论。这场运动便是1922年至1929年的“非基督教运动”。

按研究这场运动缘由的学者分析，这场运动起因于“反孔教”。而孔教的提出，与当

时受过基督教传教士影响，但不甘放弃中国传统价值的几位重要知识分子有关。康有

为、陈焕章，甚至梁启超，他们对孔教的设想，都被当时基督教内外的知识分子批评为对

基督教的模仿。当这种企图借“宗教”形式来复兴民族文化核心精神和救中国的努力失

败后，基督教是否适合中国，尤其是是否能作为一种教化人心的有效方式，便引来极大

的疑虑和抗拒。

当这种疑虑和抗拒，激化成是否信教、是否信基督教的争论时，强烈的民族情绪使争

论的反方提出了“反基督教”、“非基督教”的口号。运动不止是在文字、思想领域里进行，

而且蔓延至政治党派纷争和血腥杀人事件，以及对教育主权和体制等问题的讨论中。④

尽管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反对“孔教”的过程中，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因对基督

教信仰立场的坚持，常出言为基督教在中国立足作辩护，但他们仍清醒地认识到，基督

教必须中国化，才能真正起到其教化中国人心的作用。为此，这些有中国文化情怀的基

督徒知识分子从不同的方面，尤其是从教育、文化等方面，表达他们的思想，并实践他们

的努力。⑤

二、广州基督徒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的多重关系

广州一直是基督教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基地。近代以来，随着基督教的大规模传

播，广州的知识分子也有了与基督教广泛接触的机会，其中不少人与基督教的关系也非

常密切。⑥

如对近代中国政治从帝制走向共和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些历史人物。

清末民初基督教第四次传入中国，一般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作

为起点。而马礼逊与广州的多年结缘，不仅造就了第一位华人宣教师梁发，而且经由梁

发将《圣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而写成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激发了洪秀全变基督教

而为太平天国运动所用的动机。并且，对近代改良政治思想首作系统表述的《资政新

篇》的作者——另一位太平天国运动重要人物洪仁玕，被认为受到了瑞典传教士韩文山

（Theodore Hamburg，1819—1854）的影响。

对中国社会怀有改革抱负，并且与广州有极深渊源的近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还

包括孙中山等。与其他主张改革中国政治的革命知识分子一样，基督教信仰成为孙中

山他们致力于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好的精神资源。他们改变的并不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本

身，而只是致力于改变传统精神所体现的陈旧的政治方式。孙中山作为一个开启民国

时代的领先人物，他的政治理念、教育理念及做人宗旨，无处不体现中国传统的深刻精

髓。⑦

又如对中国政治、外交及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一些历史人物。

因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多与马礼逊等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有关，并且最早

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也大多出自广州及广东其他地方，这些新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想及

文化影响）虽然一心以知识救国，用力于科学及各种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应用上，但其所

受的基督教宗教精神影响及其对中国命运担当的自觉，都成为推动他们为改变中国状

况做贡献的动力。尤其是并不以推广宗教为主要任务的教会学校教育或由传教士帮助

推动的留学等方式，让这些有抱负的年青知识分子除了如愿学习到专业知识，还得以实

际落实在为国家的服务上。这些专才中，包括最早推动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容闳，参与中

国近代报业创立及对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中国经典有贡献的黄胜，及

其他通过留学而成的杰出科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等，如詹天佑、唐绍仪、蔡廷

干、唐国安等，还有很多极为出色的医学家和医生。

这些对中国近代历史起过重要作用的人，大多是从教外发挥他们的作用。此外，还

有一些直接从教内实现他们用专业报国理想的杰出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广州尤为突

出。推动基督教本色化（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位领袖人物吴耀宗，早年曾在广州基督教

教会学校学习，后在至北京学习专业知识过程中改信基督教，并在不同时期积极推动基

督教中国化运动。下文将专门分析的钟荣光，作为教会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不仅是

教育自治权实现的亲身推动者，而且在实践教育之经世致用功能理念的过程中，不仅体

现了基督徒的坚韧精神，而且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学以致用、经世救国的情怀。而资

深报人张亦镜，不仅用笔杆为基督教信仰作有力辩护，而且在辩护中阐发了其对中国传

统文化各种经典思想和文献的深刻理解。这些在广州独特环境中，从信仰立场上既维

护基督教又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民国复杂的宗教与知识纷争中，起了重要

的澄清作用，并可以为直到今日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起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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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教育实践信仰、实现理想

在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面临的各种风潮中，教会学校是饱受批评的对象，这主要

是因为它们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享有比如不用在中国政府“立案”等一系列特权，而

且，这些学校完全由外国传教士所掌控，因而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大愤慨，被认为

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因而，伴随着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产生的，还有轰轰烈

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学校脱离教会控制、教育与宗教相脱离等。广州作为当时

基督教教育发达的地区，收回教育权的呼声尤其强烈，不仅教外人士热心倡导，教会学

校的学生也积极参与，以集会、退学等方式争取教育权。在这种背景下，教会学校如无

法做出有效应对，不仅会令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冲击，更会严重影响整个基督

教事业的推进。钟荣光在岭南大学的教育实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和推动的。

钟荣光（1866—1942），字惺可，今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人，十七岁中秀才，二十八岁

中举人，以擅长八股文闻名于时。1896年加入兴中会，创办《博闻报》《可报》等报刊宣传

革命，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899年受聘为美国教会学校——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

身）汉文总教习。后出任岭南学堂教务长、岭南学校副监督（副校长）、岭南大学董事会

主席。1927年岭南大学收归国人自办，任第一任校长，次年改任岭南大学荣誉校长。主

管岭南大学期间，创办岭南农科大学、岭南工学院、岭南商学院、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

院。1942年1月在香港病逝。⑧

在这份简短的钟荣光介绍中，有四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他曾中举人，也即是说，钟

荣有良好的传统教育基础；二是他曾参加革命，投身改变中国的运动；三是他为教会大

学首任校长，并且是在教会学校收归国人自办时走马上任的；四是他作为大学校长时所

创办的大学及学院，都与其“经世致用”的抱负有关。

描述钟荣光辉煌一生的文字各式各样。除对他多彩人生的记载外，更为人惦记的

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贡献。但要了解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贡献，必须与他曾中举人

及投身革命这些经历关联起来。或者

说，钟荣光作为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中

国近代教育的贡献，与他首先作为中

国知识分子有关。他是从教育事业上

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人物。⑨

早年参加过科举及热心于革命的

钟荣光，是一位对国家、民族有自觉抱

负的人。对后来推动教育事业中国化

的努力，他自己明确表示：“兴办学

校，实为现在救乡救国之事。”对华人

学子，他同样疾呼：“学生时代，旨在

1932年蔡廷锴访问岭南大学，钟荣光（前

排左一）向其介绍学校情况并陪同参观

求学，但在求学之中，应不忘救国；有可以为国民利益的事，我们就要加以赞助。”正是这

种爱国爱民族之心，使钟荣光在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学校的漫长中国化历程中，始终起着

积极的主导作用。

按各种研究岭南大学校史及钟荣光的学者考证，1914年才正式命名为岭南文理科

大学的岭南大学，在 1888年开始从其前身格致书院升格为岭南学堂、岭南学校的过程

中，其时曾任岭南学堂、岭南学校教务长等重要职务的钟荣光，就不遗余力地向爱国华

侨和国内各界筹款办学，足迹遍及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力求使学校从经济上摆脱外

国教会的控制，为学校实际性收回教育权做准备。在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非基督

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钟荣光也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立场鲜明地维护信仰

和维护民族的尊严。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信仰与他对国家民族的奉献热忱并不相违

背。这一点，在他成功带领岭南大学师生将办学权回收自办时，作为新校董会主席兼校

长在新旧校董交接会上的演说可以看到：“接收本校的原因”是“（一）尊重本国政府教育

法令；（二）顺应中国民族运动潮流……”表示希望旧董事局改名为基金会后，“将来为友

谊上之助力”。并宣布“接收后之方针：（一）最低限度要维持现在之成绩；（二）保存基督

教牺牲服务精神；（三）一切科学注重实用；（四）实行学生工读制度；（五）施行农村教育，

以加惠农民”。⑩

将岭南大学的办学权收归华人自己的董事会负责，向中国政府注册，是岭南大学实

现本土化的重要一步。1930年岭南大学顺利完成立案，接受中国政府监管，其办学宗旨

不再有强烈的宣教意味，转而强调要适应国家需要，为国家提供完备的高等教育。首要

的表现，是在课程设置上将争议颇大的宗教课程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参加主日崇拜也

改为自愿，同时，依据政府颁布的条例要求，从 1929年起增加党义课作为必修课程。当

然，这样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学生道德和人生方面的影响，相反，通过开设“人生哲

学”和“辅导课”等课程，岭南大学一直努力采用其他方式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并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

钟荣光推动岭南大学在课程设置上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从经世致用的宗旨出发，

促成岭南学校创立了农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等，推动教会学校不单一地成为宗教教育

的学校，而实际变为为国家、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的学校。1919年的岭南大学只有文科、

理科、农科、社会科四组课程，课程设置比较简单。1921年，在钟荣光的推动下，农科独

立出来，单独成为农学院，并由华人自己主持，很快成为华南地区出色的农学教育和研

究机构。1923年，农学院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成立广东蚕桑改良局，针对广东蚕丝业的

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改良，对广东蚕桑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28年，岭

南大学开设商学院课程，并于1929年接受国民政府铁道部的委托开办工学院，培养建设

铁路和公路的专门人才。此外，岭南大学还注意面向华侨子弟开设工商业和金融业方

面的专门课程，赢得了许多爱国侨胞的支持。由此可见，在钟荣光的大力推动下，岭南

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更加注重中国社会的需求，尤其是顺应政府部门对专门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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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教育实践信仰、实现理想

在20世纪初期中国基督教面临的各种风潮中，教会学校是饱受批评的对象，这主要

是因为它们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享有比如不用在中国政府“立案”等一系列特权，而

且，这些学校完全由外国传教士所掌控，因而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大愤慨，被认为

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因而，伴随着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产生的，还有轰轰烈

烈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学校脱离教会控制、教育与宗教相脱离等。广州作为当时

基督教教育发达的地区，收回教育权的呼声尤其强烈，不仅教外人士热心倡导，教会学

校的学生也积极参与，以集会、退学等方式争取教育权。在这种背景下，教会学校如无

法做出有效应对，不仅会令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受到严重冲击，更会严重影响整个基督

教事业的推进。钟荣光在岭南大学的教育实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和推动的。

钟荣光（1866—1942），字惺可，今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人，十七岁中秀才，二十八岁

中举人，以擅长八股文闻名于时。1896年加入兴中会，创办《博闻报》《可报》等报刊宣传

革命，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899年受聘为美国教会学校——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

身）汉文总教习。后出任岭南学堂教务长、岭南学校副监督（副校长）、岭南大学董事会

主席。1927年岭南大学收归国人自办，任第一任校长，次年改任岭南大学荣誉校长。主

管岭南大学期间，创办岭南农科大学、岭南工学院、岭南商学院、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

院。1942年1月在香港病逝。⑧

在这份简短的钟荣光介绍中，有四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他曾中举人，也即是说，钟

荣有良好的传统教育基础；二是他曾参加革命，投身改变中国的运动；三是他为教会大

学首任校长，并且是在教会学校收归国人自办时走马上任的；四是他作为大学校长时所

创办的大学及学院，都与其“经世致用”的抱负有关。

描述钟荣光辉煌一生的文字各式各样。除对他多彩人生的记载外，更为人惦记的

是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贡献。但要了解他对中国大学教育的贡献，必须与他曾中举人

及投身革命这些经历关联起来。或者

说，钟荣光作为基督徒知识分子对中

国近代教育的贡献，与他首先作为中

国知识分子有关。他是从教育事业上

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人物。⑨

早年参加过科举及热心于革命的

钟荣光，是一位对国家、民族有自觉抱

负的人。对后来推动教育事业中国化

的努力，他自己明确表示：“兴办学

校，实为现在救乡救国之事。”对华人

学子，他同样疾呼：“学生时代，旨在

1932年蔡廷锴访问岭南大学，钟荣光（前

排左一）向其介绍学校情况并陪同参观

求学，但在求学之中，应不忘救国；有可以为国民利益的事，我们就要加以赞助。”正是这

种爱国爱民族之心，使钟荣光在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学校的漫长中国化历程中，始终起着

积极的主导作用。

按各种研究岭南大学校史及钟荣光的学者考证，1914年才正式命名为岭南文理科

大学的岭南大学，在 1888年开始从其前身格致书院升格为岭南学堂、岭南学校的过程

中，其时曾任岭南学堂、岭南学校教务长等重要职务的钟荣光，就不遗余力地向爱国华

侨和国内各界筹款办学，足迹遍及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力求使学校从经济上摆脱外

国教会的控制，为学校实际性收回教育权做准备。在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非基督

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钟荣光也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立场鲜明地维护信仰

和维护民族的尊严。在他看来，基督教的信仰与他对国家民族的奉献热忱并不相违

背。这一点，在他成功带领岭南大学师生将办学权回收自办时，作为新校董会主席兼校

长在新旧校董交接会上的演说可以看到：“接收本校的原因”是“（一）尊重本国政府教育

法令；（二）顺应中国民族运动潮流……”表示希望旧董事局改名为基金会后，“将来为友

谊上之助力”。并宣布“接收后之方针：（一）最低限度要维持现在之成绩；（二）保存基督

教牺牲服务精神；（三）一切科学注重实用；（四）实行学生工读制度；（五）施行农村教育，

以加惠农民”。⑩

将岭南大学的办学权收归华人自己的董事会负责，向中国政府注册，是岭南大学实

现本土化的重要一步。1930年岭南大学顺利完成立案，接受中国政府监管，其办学宗旨

不再有强烈的宣教意味，转而强调要适应国家需要，为国家提供完备的高等教育。首要

的表现，是在课程设置上将争议颇大的宗教课程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参加主日崇拜也

改为自愿，同时，依据政府颁布的条例要求，从 1929年起增加党义课作为必修课程。当

然，这样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学生道德和人生方面的影响，相反，通过开设“人生哲

学”和“辅导课”等课程，岭南大学一直努力采用其他方式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并取得

了不错的效果。

钟荣光推动岭南大学在课程设置上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从经世致用的宗旨出发，

促成岭南学校创立了农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等，推动教会学校不单一地成为宗教教育

的学校，而实际变为为国家、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的学校。1919年的岭南大学只有文科、

理科、农科、社会科四组课程，课程设置比较简单。1921年，在钟荣光的推动下，农科独

立出来，单独成为农学院，并由华人自己主持，很快成为华南地区出色的农学教育和研

究机构。1923年，农学院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成立广东蚕桑改良局，针对广东蚕丝业的

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改良，对广东蚕桑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28年，岭

南大学开设商学院课程，并于1929年接受国民政府铁道部的委托开办工学院，培养建设

铁路和公路的专门人才。此外，岭南大学还注意面向华侨子弟开设工商业和金融业方

面的专门课程，赢得了许多爱国侨胞的支持。由此可见，在钟荣光的大力推动下，岭南

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更加注重中国社会的需求，尤其是顺应政府部门对专门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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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开办职业课程与学科，密切了教会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学校的发展能

够更多地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正是钟荣光这种爱国与教育相结合的办学思想，与

其坚持华侨教育、实业教育、人格教育的思想结合，及其在他治校方略中的成功实践，促

成了岭南大学早期发展的瞩目成果。

钟荣光曾为自己自撰一挽联：“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

勋；作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唯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球舟

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

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

挽联所述，正为钟荣光一生将基督教信仰与其奋斗、献身的中国教育事业相结合的

真实写照。

四、文化护教中的包容

根据大陆专做张亦镜及《真光杂志》研究的学者范大明及其他研究者整理的张亦镜

简介，我们可以看到，对其时广州的基督教中国化有重要贡献的张亦镜（1871—1931），

生于广西钟山县，名文开，字鉴如，笔名亦镜，被誉为中国教会文字传道人，其一生著作

等身。擅于卫道，有“基督笔兵”和“卫道明星”之美誉，甚至有学者盛赞他为“笔扫千军的

基督教文字工作者”。􀃊􀁉􀁔曾经担任《中国郇报》《谈天周报》《大光报》和《真光杂志》编辑，其

中担任《真光杂志》编辑的时间最长，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真光杂志》由美国传教士湛罗

弼（Robert Edward Chambers，1870—1932）于 1902年 2月在广州创办，以报道新闻、评述

时政、介绍科技与传播西教、阐述教义并重。􀃊􀁉􀁕正是在这块阵地上，晚清及民国初年，张

亦镜针对来自教内外的攻击和批评，秉承基督教的卫道思想，对其进行回应和驳斥，主动

阐释基督教的信仰，提出自己的本色化思想，写下了

数百万字卫道或布道的文章，􀃊􀁉􀁖其主题大都围绕“孔

教不可为国教”和“基督教并非无益于中国”而展

开。􀃊􀁉􀁗此外，应广州美华浸会书局之邀，他还编写各

种阐扬基督教义的书籍，按现代学者的归纳，这些书

籍包括三类：一是因同胞恃孔教而拒基督教，为解决

此类疑惑而作；二是因同胞执道教和释教而拒基督

教，为解决此类疑惑而作；三是因同胞执新知识而拒

基督教，为解决此类疑惑而作。􀃊􀁉􀁘由此可见，张亦镜

以文字卫道的核心与主要内容，是通过阐述和重新

界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之间的关系而

展开的。

张亦镜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跟他对中国 《真光杂志》

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他七岁时便进了私塾，由于天资聪颖又喜爱读书，几年

下来，经史诗文已经得心应手。因而，透过浸润在传统之中的早期教育，张亦镜对中国

文化有很深的理解和体会，在基于信仰进行文化护教时不致陷入纯粹的情感抵触和批

评，而更多的是透过分析两者的异同，试图将传统文化包容到中国本土基督教神学的建

构过程之中。因而，张亦镜在护教过程中所面对的不只是儒学，还包括道家、墨家和佛

教等思想传统。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也是基督教中国化必须首先面对的文化资源，吸纳儒学资

源以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即已开始。对

张亦镜来说，要维护基督教的真道并消除“恃孔教而拒基督教”者的疑惑，就必须对二者

之间的异同做出清楚分疏。为此，他写下《耶儒辩》《耶儒之关系》等著作，并作《破祭先

执》《祭先源流考》《清明扫墓考》等文字回应儒家的祭祀礼仪问题。􀃊􀁉􀁙对于儒耶之间的关

系，张亦镜提出了著名的“日与月”的说法，认为二者之间的异同可以概括为“一神一

人”，“神人之分别，犹日与月”。日与月都有光，但日光是自身发出的，月光则只能靠反

射日光而出现，因而，它们的差异又是根本性的。在张亦镜看来，耶稣作为神本身，是

“世界的光”（《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是“道”本身，“譬之于日，光属固有”。相

比之下，孔子智慧虽高，但其“道”是通过学习获得，其对于“天道”的洞察来自更古老的

说法（“间接于古”），有其自身作为人本身的局限性，故而孔子对于天道鬼神等超自然事

物，只能始终保持“不语”（《论语·述而》）或“敬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在这个

意义上，张亦镜认为两种传统之间不是决然对立的关系，信耶稣也并不意味着背叛孔

子，因为孔子并不是神，而是位值得尊敬的先贤，信仰耶稣与尊孔之间并无冲突。􀃊􀁉􀁛在这

一论述架构中，张亦镜显然秉承了自利玛窦以来传教士对于儒家的主流态度，希望能够

“合儒”和“补儒”。站在基督教至上的立场上，他认为儒家传统有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但

他并没有据此简单否定儒家和儒学的合理性，而是肯定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具有一定的

相通性，试图将儒学强调的人道包容到基督教的“道”之内，以消弭儒家士大夫的反教

态度。

对于儒家最为重视的祭祖礼仪，张亦镜大体延续了清末西方传教士的结论，认为不

可祭祖。他不同意当时一些中国基督徒试图从“孝”的角度完全合理化祭祖行为的做

法，但也不是站在科学角度单纯否定祭祖行为。他的依据是基于中国思想传统本身对

祭祀礼仪的考证，认为当时祭祀使用的烧香、点烛、焚纸钱和鞠躬等方式，绝非“圣人制

礼之所有”，因而，以这种方式行祭祖礼的，谓之“古圣人之罪人可也”。􀃊􀁊􀁒依此来看，张亦

镜对祭祖的反对并不纯然是对儒家教导的反对，而是认为后世祭祖礼仪的具体方式出

了问题。因而，他对祭祖的反对，反对的是某些祭礼的形式，而对于儒学经典中对祭祀

意义的阐释，即将祭祀作为“报本反始”“崇德追远”的孝亲情感的表达，他仍然抱持认同

态度，因而，他在反对基督徒参与当时流行的祭祖礼仪的同时，也试图提供一种“基督

化”的祭祖方式，并亲自付诸实践，在器物设置和摆放、祖先事迹、家谱等方面提供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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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地开办职业课程与学科，密切了教会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学校的发展能

够更多地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支持。正是钟荣光这种爱国与教育相结合的办学思想，与

其坚持华侨教育、实业教育、人格教育的思想结合，及其在他治校方略中的成功实践，促

成了岭南大学早期发展的瞩目成果。

钟荣光曾为自己自撰一挽联：“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

勋；作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唯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球舟

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

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

挽联所述，正为钟荣光一生将基督教信仰与其奋斗、献身的中国教育事业相结合的

真实写照。

四、文化护教中的包容

根据大陆专做张亦镜及《真光杂志》研究的学者范大明及其他研究者整理的张亦镜

简介，我们可以看到，对其时广州的基督教中国化有重要贡献的张亦镜（1871—1931），

生于广西钟山县，名文开，字鉴如，笔名亦镜，被誉为中国教会文字传道人，其一生著作

等身。擅于卫道，有“基督笔兵”和“卫道明星”之美誉，甚至有学者盛赞他为“笔扫千军的

基督教文字工作者”。􀃊􀁉􀁔曾经担任《中国郇报》《谈天周报》《大光报》和《真光杂志》编辑，其

中担任《真光杂志》编辑的时间最长，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真光杂志》由美国传教士湛罗

弼（Robert Edward Chambers，1870—1932）于 1902年 2月在广州创办，以报道新闻、评述

时政、介绍科技与传播西教、阐述教义并重。􀃊􀁉􀁕正是在这块阵地上，晚清及民国初年，张

亦镜针对来自教内外的攻击和批评，秉承基督教的卫道思想，对其进行回应和驳斥，主动

阐释基督教的信仰，提出自己的本色化思想，写下了

数百万字卫道或布道的文章，􀃊􀁉􀁖其主题大都围绕“孔

教不可为国教”和“基督教并非无益于中国”而展

开。􀃊􀁉􀁗此外，应广州美华浸会书局之邀，他还编写各

种阐扬基督教义的书籍，按现代学者的归纳，这些书

籍包括三类：一是因同胞恃孔教而拒基督教，为解决

此类疑惑而作；二是因同胞执道教和释教而拒基督

教，为解决此类疑惑而作；三是因同胞执新知识而拒

基督教，为解决此类疑惑而作。􀃊􀁉􀁘由此可见，张亦镜

以文字卫道的核心与主要内容，是通过阐述和重新

界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之间的关系而

展开的。

张亦镜这项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跟他对中国 《真光杂志》

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他七岁时便进了私塾，由于天资聪颖又喜爱读书，几年

下来，经史诗文已经得心应手。因而，透过浸润在传统之中的早期教育，张亦镜对中国

文化有很深的理解和体会，在基于信仰进行文化护教时不致陷入纯粹的情感抵触和批

评，而更多的是透过分析两者的异同，试图将传统文化包容到中国本土基督教神学的建

构过程之中。因而，张亦镜在护教过程中所面对的不只是儒学，还包括道家、墨家和佛

教等思想传统。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也是基督教中国化必须首先面对的文化资源，吸纳儒学资

源以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即已开始。对

张亦镜来说，要维护基督教的真道并消除“恃孔教而拒基督教”者的疑惑，就必须对二者

之间的异同做出清楚分疏。为此，他写下《耶儒辩》《耶儒之关系》等著作，并作《破祭先

执》《祭先源流考》《清明扫墓考》等文字回应儒家的祭祀礼仪问题。􀃊􀁉􀁙对于儒耶之间的关

系，张亦镜提出了著名的“日与月”的说法，认为二者之间的异同可以概括为“一神一

人”，“神人之分别，犹日与月”。日与月都有光，但日光是自身发出的，月光则只能靠反

射日光而出现，因而，它们的差异又是根本性的。在张亦镜看来，耶稣作为神本身，是

“世界的光”（《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第12节），是“道”本身，“譬之于日，光属固有”。相

比之下，孔子智慧虽高，但其“道”是通过学习获得，其对于“天道”的洞察来自更古老的

说法（“间接于古”），有其自身作为人本身的局限性，故而孔子对于天道鬼神等超自然事

物，只能始终保持“不语”（《论语·述而》）或“敬而远之”（《论语·雍也》）的态度。􀃊􀁉􀁚在这个

意义上，张亦镜认为两种传统之间不是决然对立的关系，信耶稣也并不意味着背叛孔

子，因为孔子并不是神，而是位值得尊敬的先贤，信仰耶稣与尊孔之间并无冲突。􀃊􀁉􀁛在这

一论述架构中，张亦镜显然秉承了自利玛窦以来传教士对于儒家的主流态度，希望能够

“合儒”和“补儒”。站在基督教至上的立场上，他认为儒家传统有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但

他并没有据此简单否定儒家和儒学的合理性，而是肯定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具有一定的

相通性，试图将儒学强调的人道包容到基督教的“道”之内，以消弭儒家士大夫的反教

态度。

对于儒家最为重视的祭祖礼仪，张亦镜大体延续了清末西方传教士的结论，认为不

可祭祖。他不同意当时一些中国基督徒试图从“孝”的角度完全合理化祭祖行为的做

法，但也不是站在科学角度单纯否定祭祖行为。他的依据是基于中国思想传统本身对

祭祀礼仪的考证，认为当时祭祀使用的烧香、点烛、焚纸钱和鞠躬等方式，绝非“圣人制

礼之所有”，因而，以这种方式行祭祖礼的，谓之“古圣人之罪人可也”。􀃊􀁊􀁒依此来看，张亦

镜对祭祖的反对并不纯然是对儒家教导的反对，而是认为后世祭祖礼仪的具体方式出

了问题。因而，他对祭祖的反对，反对的是某些祭礼的形式，而对于儒学经典中对祭祀

意义的阐释，即将祭祀作为“报本反始”“崇德追远”的孝亲情感的表达，他仍然抱持认同

态度，因而，他在反对基督徒参与当时流行的祭祖礼仪的同时，也试图提供一种“基督

化”的祭祖方式，并亲自付诸实践，在器物设置和摆放、祖先事迹、家谱等方面提供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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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的方案。􀃊􀁊􀁓由此可以看出，张亦镜试图从儒家对待祭祀的原初态度中找到它跟基

督教的相通点，使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中能够更好地调适和植根。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和道教思想，张亦镜同样做了

批判性吸收。根据范大明的说法，张亦镜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老子及道教：一是从群书中

澄清老子的真貌；二是评议历代奉祀老子的典礼；三是比较《福音书》与《道德经》，找到

其相合之处，建立二教之共同点，最终指向二者如何互相“裨补”。􀃊􀁊􀁔这跟许多传教士和

中国基督徒的看法很不一样，对他们来说，道教是低劣的迷信，是荒诞的多神信仰，没有

任何可取之处，因而，如果说对待儒家思想还可以“合”和“补”，那对待道教则是要完全

排斥和“易佛老”的。但对张亦镜来说，老子和道教并不完全怪诞，相反，老子的学说尤

其是《道德经》中包含着跟《圣经》相媲美的高尚教导，其中对未知世界的渴求及对“道”

的描述，与《新约·约翰福音》“太初有道”的说法相合。只不过，后世的道教偏离了老庄

哲学，才会堕落为民间的荒唐迷信，因而，最好的方法不是完全拒绝道教和老子，而是通

过“引福音注老子”，使道教徒重新回到老子的真意，继而接纳基督教包含的“真道”，最

终使道教基督教化。同样，他对墨家思想，也做了类似的处理，即主张耶墨对话，寻找基

督教与墨学的共通点，援墨入耶，为基督教思想进入中国提供更广泛的接受基础，􀃊􀁊􀁕这里

不需赘述。

由此可见，跟同时代许多致力于基督教中国化的教会领袖相比，张亦镜的文化护教

工作涉及中国思想传统的各个方面，而不只限于儒家传统本身。这种视野是基督教中

国化过程中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化面对的是各种思想传统交织下的中国文化，而不单

单是儒家，虽然儒家是其中的核心。站在基督教优先的立场，张亦镜对各种思想传统存

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了批评，但总体来说，他仍然以最大的包容态度，努力寻求儒道墨

各家思想与基督教的共通点，从而让基督教思想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相接榫，减少其

传播的阻力。在这个意义上，张亦镜的努力，在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会的“本色化”运动

中，具有相当独特的表现方式，对于今天仍在进行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也具有非常重

要的启发意义。

五、结语：基督教中国化及其“边界”

钟荣光和张亦镜均是广州民国时期着力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知识分子，他们

所努力的领域不同，但对于今天的基督教中国化历程来说，他们的方式和努力仍都具有

相当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为推动岭南大学的本土化，钟荣光首先努力通过筹款减

少在办学经费上对西方的依赖，这对于岭南大学能够在课程和学科设置上进行改革具

有先决性的重要意义；其次，他努力将大学教育与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密切结合，开办

社会迫切需求的职业课程和学科专业，通过这样的改革，岭南大学能够提供当时中国传

统教育所无法提供的东西，由此，教会学校“洋化”的形象得以摆脱，开始融入中国社会

的各个方面。也正是通过像钟荣光这样的努力，20世纪30年代以后，“很少有人再把基

督教大学看作外国人的学校。绝大多数基督教大学已实现本土化，而且已在实际上认

同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可见，钟荣光在教育实践上的推动卓有成效，而他的努

力对今天中国基督教社会事业的最大启发无疑就应该是，这一事业要真正回应中国社

会的切实需要，而不是单纯从神学理论或西方的想法出发，只有这样，中国教会才能真

正跟中国社会紧密结合，也才能真正得到中国人的接纳和认可。

相比之下，张亦镜的努力显得更具理论性，他处理的也是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一直

面对的难题，即如何面对中国本身的思想传统。张亦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全面审视和

处理了中国文化的各种思想要素。他努力推动基督教与儒家、道教、墨家和佛教的对话，

试图发掘出他们之间的共通点，以此减低社会对基督教思想的抵触，因而，他透过文字所

做的文化护教工作，首先以对中国思想的包容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但另一方面，

这种包容又并非毫无原则和界限的完全接受，而是在维护和坚持信仰的前提下，对各种

思想中符合《圣经》教导的内容加以发掘，同时对其不足和缺失进行批评，从而表明基督

教文化对于中国弥补这些思想缺失的重要价值。虽然从今天的学术角度来看，张亦镜对

中国思想的很多理解并不完全恰当，对比也显得粗略，但他的努力仍然非常值得钦佩。

回到今天的基督教中国化问题，这两位基督徒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的努力至少可

以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基督教的中国化，需要真正回到中国本土和中国问

题，这既需要发展出基于中国文化传统本身的基督教本土神学，也需要做出符合这种神

学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说，无论在思想还是实践上，都首先要以中国为中心。第二，基督

教中国化的努力，需要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充实和调适，因为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

展的，需要应对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也会随环境而变更。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化是一个不

断进行的过程，它需要神学思想能够不断回应新环境、新问题的挑战，并借着这种回应不

断充实和丰富中国本土神学本身。钟荣光和张亦镜的思想与实践，正是这个过程中非常

有益的探索。第三，以中国为中心推动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意味着要完全顺应中国本身

所拥有的思想和观念，如果那样的话，基督教本身的自主性将会消失，也无法给中国社会

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最终也无法完全融入中国社会之中，因而，中国化同时需要有“边

界”，需要有自身的坚守，需要在回应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带来不一样的解决方案。回顾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成功，不仅因

为它能够适应和容纳中国的观念和思想，更重要的是，它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人的思维，

尤其是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由此，它才能真正进入社会民众的观念和仪式实践。只有

达到了“旧”与“新”、“顺应”和“充实”之间的动态平衡，基督教的中国化才能真正实现。

钟荣光和张亦镜在他们的时代就此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更深

刻地看到我们当下的处境和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努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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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重现

李 晶 睦南道

作家立场

“七零后：经验与时代”小辑

刘大先 同学少年多贫贱

房 伟 如此“幸福”的少年

赵志勇 边地岁月：我的1980年代

黄德海 荆棘的冠冕，或声名的

诱惑

杨庆祥 美国的五个镜头

陈蔚文 爸爸去哪儿了？

小 说

郝景芳 写一本书

刘东衢 为什么没有项羽呢

曹 永 漆匠的黄昏

吴晓雅 去德克福村看望姑姑

刘 春 后觉

散 文

李 颖 河流上的黄昏（外一篇）

张颂文 在心里点灯的人

李再明 我外婆我奶奶

西部散文小辑

许 实 我的腾格里

刘梅花 拓河西

张宝林 秦西的冬天

陈元武 西藏时间

民间语文

梦 也 离婚案笔录

（1959—1960）
韩开春 给女儿的信（2000）

贪官悔过书（2002）
沈恒向 天津快书一则（2010）

艺术

汪民安 “现代艺术大展”回顾

张慧敏 手捧虚无

环球笔记7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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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strong will to live independently and refrain from seeking care from their only children if they have other

options. In particular，parents of only daughters have relatively higher demand for institutional elderly ca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needs and put forward the relative 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the first generation of only child，intergenerational functional relationship，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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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s Christi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 the Era of ROC and Their Efforts in Indigenizing

Christianity：with Zhong Rongguang and Zhang Yijing as Examples 61

Li Lanfen & Zhang Qingjiang

Abstract：Through the examples of Zhong Rongguang and Zhang Yijing，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he Christi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 Guangzhou tried to indigenize Christianity. Zhong Rongguang was a fa-

mous educator who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President of Lingnan University and Zhang Yijing was an eminent

writer and editor in his time. Whether in theory or in practice，they remained firmly adamant to their Christian

faith while at the same time demonstrating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sincere patron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eing intellectuals，they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in integrating the two cultural values and，in particu-

lar，incorporating Christianity into Chinese society and Chinese way of life.

Keywords：Republic of China，Christi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in Guangzhou，indig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

Zhong Rongguang，Zhang Yijing

The Genealogy of Knowledge in Two“The Record of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72

Dong Bingyue

Abstract：Between 1902 and 1914，Otani Kozui，the abbot of Nishi Hongganji in Kyoto，organized three expen-

ditures to the western regions. Watanabe Tetushin and Hori Takao，who participated in the first expenditure

from 1902 to 1904，wrote“The Record of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respectively，in which they wrote down

what they had gone through during the adventure and provid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corpus of knowledge. As

a Buddhist expedition，they discovered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relation to the Pure Land sect，which Nishi

Hongganji belonged to，when they were conducting excavation of the Buddhist relics in the vicinity of Kuqa，

and their findings led to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ure Land sect in Japan. The doc-

umentations in their diaries of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uthwest of Xinjiang are im-

portant materials as far as the initial period of Japanese ethnography is concerned. These documentations con-

tain transcending values and Japanese cultural positio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via Chinese characters，which

were primarily in the form of pen-talk and poetic writing，played a role during the expenditure and made the

journey a process of transmitting modern civilization.

Keywords：Otani expedition，Buddhism，western regions，travel diary，Chinese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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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ta-problem”of the Middle Class 90

Li Lulu & Kong Guoshu

Abstract：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in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theory，the“meta-problem”of the new middle

class：how the middle class became an issu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why it should be dealt with by the social sci-

ence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middle class does not refer to an income group，but a completely new class

emerging out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 structure. Researchers were focused on its social-political functions when it

was appearing on the scene，and the class theory has also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accordingly.

Key words：new middle class，class structure，social-political functions，class and action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Rise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oc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Urban Chi-
na 101

He Baogang & Wu Jinjin

Abstract：Local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s been developing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China. But why have some

cities been more likely to initiate and organize public deliberation than others? Although some scholars have de-

veloped a functionalist theory of the ris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re are few quanti-

tative studies to map how wide public deliberation has spread across China and to explain why local govern-

ments adopt public deliberation. Using public hearings in cities as a form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ublic deliber-

ation，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social conflicts on the institutionalism of public hearings in relation to the

number of public hearing documents. We employ various specifications and econometrical methodologies，and

use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odel to address endogeneity issu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social conflict factors

are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public hearings. Social conflict variables such as public safety spending per capita，

transferred land and the number of mass petitions are all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public hearing docu-

ments. We suggest that incentives for promotion of government capacity，especially the capacity to address so-

cial conflict，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rivers for the rise and growth of China’s local public deliberation.

Keywords：Deliberative Democracy；Institutionalism；Public Hearing；Social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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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atch Work in China：A Study from Legal Case Records，Part I 126

Philip C. C. 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mploys all basic-level court cases adjudged in 2012 involving“labor disputes”over“dis-

patch work”（laowu paiqian）（in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s comprehensive data base of court judgment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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